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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 

——以 20 世纪 50 年代“余江血防”为个案的考察 

万振凡 杨 文 

血防之初，长期遭受“瘟神”摧残的疫区人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心存怀疑，认为新政权同旧政权一样，不可能医治好“华

佗也难医”的血吸虫病。党和政府则把血吸虫病隐喻成“反动旧政权”，将血吸虫病的蔓延归结为旧政权反动统治造成的结果，

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展示新政权优越性、建构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途径。血防运动中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优良作风，为新

政权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新政权消灭了给疫区群众带来巨大灾难的、旧政权无可奈何的血吸虫病，极大地提高了疫区人民的健

康、生产和生活水平，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对新政权政治合法性的高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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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合法性建构问题，是近年来颇受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诸多学者开展过研究。如彭正德、王东明、

王先俊等分别从思想文化宣传、经济建设、政治运动等视角，考察了新中国构建政权合法性问题，关注的都是政权合法性建构

的普遍做法。
 ① 
部分学者虽然注意到医疗卫生与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某种关系。如杨念群提出：近代以来中国人贫弱的身体其实

隐喻着中国国家的衰败，“治病”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象。
[1]
 胡宜从疾病

的政治隐喻出发，通过对“废止中医”、“爱国卫生运动”及“合作医疗”等事件的叙述与解读，对疾病如何被政治化进行了分

析。
[2]
但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这些成果都没有深人探讨疾病防治对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作用。实际上，新中国在政权合

法性建构问题上，除了采取常规的措施外，还采取一些特殊方法，如疾病防控，由于这些特殊方法，切合当时某些区域社会的

现实需要，对政权合法性建构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本文拟以“余江血防”为个案，对疾病防治与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之关系作

一探讨，旨在为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一个县域范围的案例。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方地区疾病流行及血防情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疾病横生，尤其在南方农村地区，气候潮湿闷热，蚊虫众多，更易于疾病产生，其中鼠疫是中国近代

最大的疾病杀手。“通过对 1900 年到 1949 年的不完全统计，建国前鼠疫曾波及 20 多个省、自治区的 501个县、市，发病人

口 1115584 人，死亡达 1028408 人。”
[3](p11)

南方的云南、福建、广东、江西、浙江等省份均大规模的爆发过鼠疫。李玉尚对近

代云南、福建、广东地区鼠疫进行研究，指出：“从 1856 年到 1949 年，鼠疫在云南 84 县流行 93 年次， 74 万人死亡；从 

1867 年到 1952 年，在广东 69 个县流行 83 年次， 48 万人死亡。在福建，从 1884 年至 1952 年，鼠疫波及 56 县，死亡

人口达 71 万。实际上，这些数据是低估的，据调查研究，咸同年间云南战争核心区死于鼠疫的人口达 150 万。”
[4]
除鼠疫外，

天花、霍乱、麻风病等全国性疾病在南方地区也广为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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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病中，血吸虫病被称为“瘟神”，主要流行在我国南方。其中“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四川、云南、

广东、广西、福建和上海等 12个省（市）的 350个县（市），患病人数约有 1 千多万，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 1 亿以上”
 

[ 5 ]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疾病。解放前，血吸虫病是绝症，华佗难医，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且以男性青年居

多。人口死亡导致家庭绝户，农村变为“无人村”。新中国成立前 40 年内，仅江西因血吸虫病而死亡人数就达到 326656 人，

五万多户家庭绝户，“无人村” 1315个。
[6](p115)

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区的情况同样严重。此外，血吸虫病还导致疫区日

益贫困，患者身体“病弱”且丧失劳动能力，妇女无法生育等多种症状。血吸虫病危害下的疫区成为“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

萧疏鬼唱歌”的人间地狱。 

面对严峻的疾病，部分新解放区群众首要考虑的不是土地等生活问题，而是更为基本的生命问题。开展广泛的疾病防治，

拯救患者生命，改善疫区经济，也不失为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血防运动初期农民对新政权血防能力的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群众对新政权缺乏了解，加上血吸虫病具有难以治愈的特点，血防初期疫区群众对新政权的血防能力

产生质疑，在行动上也往往消极应对。 

首先是群众对新政权进行的血吸虫病宣传不信任。有些农民不相信钉螺是传染血吸虫病的媒介，他们说，害大肚子病是“吃

了狮子岩的水，龙脉挖断了，地不发人，命运不好，生死由天”
[7](p48)

。为了让群众相信血吸虫的存在，血防站专门让群众通过

显微镜来观看虫蚴，但群众仍将信将疑，认为这是血防人员在变把戏，是变的，不是真的。
[8](p40)

即使有群众相信血吸虫存在，

也普遍不相信新政权能把血吸虫病治愈。“他们认为血吸虫病在这里流行五十多年了，过去人民也想过办法，求过医，吃过药，

却只见病人死，没见病人好；只见病人多，没见病人少。”
 [7](p48)

血吸虫病患者也对新政权治愈血吸虫病不抱希望。早期病人不相

信自己有病，晚期病人则认为“神仙也难治好，你们更没有办法”
[9](p20)

。 

其次，在血吸虫病调查阶段，群众对调查工作也往往不配合。为了检查群众是否患有血吸虫病，必须进行粪检，当时粪检

遭到了群众普遍反对。群众骂血防干部为“吃屎干部”，骂政府派来的血防医生为“屎医生”，他们拿牲畜粪便冒充给医生检查，

或直接抵制，找干部麻烦。上黄村是余江疫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党和政府派医生到当地开展血吸虫病调查工作。当血防干部

来动员群众接受粪检时，有很多人是不配合的。例如上黄村黄露华不愿粪检，说什么“人都死到窟窿里来了，管他有病没病，

还检检„„检，检什么？要死就情愿死！”血防干部动员了他七八次，还是不肯去检查。
[8](p58)

疫区像黄露华这样的病人还有很多。 

由于群众对新政权血防能力质疑，自然也不相信血吸虫病能被消灭，故认为血防没有必要且毫无意义，对参加血防工作表

现出消极情绪。余江县地方政府动员群众去灭螺，群众不去。他们说：“快要死的人了，也该积点德，还再去残害生灵。”或说：

“钉螺又多又小，等消灭掉，人也死光了。”
[7](p48)

或说：“钉螺面积太广，工程浩大，怕消灭不了，枉费心机，徒劳无功。”
[9](p20)

勉强参加的人也是应付干部，效果不大。 

除了群众，许多基层干部也同样有此想法。他们认为县委制定出的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是“吹牛皮”，说什么“反正是

党的决定，叫做就做，行不行谁知道。”
[7](p48)

干部思想觉悟比农民高，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可度亦高，但质疑声仍多，也从侧面反

映出疫区大多数人对新政府血防能力的不信任。 

疾病防治是新政权面临的重要考验，而新解放区群众对新政权血防能力的质疑，实际上是对中共执政能力及执政绩效的质

疑，是新解放区群众与新政权间政治隔阂的具体体现。 

三、疾病“隐喻”与新政权意识形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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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寄生虫”这一词就具有很深的隐喻作用，而且血吸虫病通过字面上来理解，它是依靠吸食宿主的血

液为生的。血吸虫病患者往往骨瘦如柴，感觉像是被榨干了精血一般。血吸虫病也自然跟剥削、压榨等词义相挂钩。政治方面

血吸虫病流行往往被隐喻为“恶政府”造成的恶果。
[10](p288-291) 

新中国成立初，党和政府在开展血防宣传时运用了血吸虫病的这种“隐喻”，将血吸虫病与国民党及国民党政权相联系。丑

化旧政权的形象，才能更好地突出新政权的合法性，这是意识形态活动的否定效果。“国民党不倒，苦难无尽头！瘟神不驱走，

生命终难保！”
 [11](p41)

这是新政权在余江疫区积极宣传的一首歌谣。歌谣把国民党和血吸虫病等同看待，将国民党隐喻为“瘟神”，

是人民苦难的根源。宣传方式上也经常采取回忆、对比、诉苦等方法，从政治上启发群众，说明旧政府只知道剥削农民，对血

吸虫病听之任之，使人民群众深受其害，只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农民深切关怀，领导我们同血吸虫病做斗争。只要大家听毛主

席的话，血吸虫病是可以防可以治，可以消灭的。
[12](p8)

通过疾病“隐喻”方式，一方面对旧政权进行否定、丑化，号召大家“与

疾病做斗争必须首先同坏政府做斗争”
[10](p291)

；另一方面体现了新政权胜于旧政权，暗示了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造福，以增进群

众对新政权的政治认同。王小军对 20 世纪 50 年代血防运动研究之后也指出，新政权提出的“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无疑暗含着这种象征意义，而这种隐喻功能有利于民众对新政权的产生亲切感、信任感，从而获得民众对新政权的拥护和支持。
[10](p291)

 20 世纪 50 年代，疾病诉苦等各种意识形态教育在疫区逐步展开，循序渐进，对普通民众起到了政治上的引导作用。据 

1956 年 7 月 10 日不完全统计，仅江西余江县就有 8 . 8 万人受到了这种教育。
[13](p50)

许多人在接受教育之后，流露出对新政

权的感激，形成强大的认同聚合。 

消灭血吸虫病是世界性难题，谁能够首先消灭血吸虫病也蕴含着浓厚的政治隐喻。 1958 年余江县率先消灭血吸虫病，创

造了世界血防奇迹。新政权开动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充足资金却对血吸虫病束手

无策，而我国却可以在数年内就将血吸虫病消灭。官方通过这种方式向各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程崇圯

教授是血吸虫病的专家，早年在日本留学，当看到了余江血防成效之后，也无不感概地说：“二十多年前，我在日本留学时，看

见日本对于防治血吸虫病早已采取措施，并参观过他们的研究机构，直到如今，日本这一工作还没有获得成功。今天我们余江

县获得了首先根除血吸虫病的光荣称号，从实践中充分证明血吸虫病是可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与血吸虫病做斗争的失败，

不是证明血吸虫病不可战胜，正是说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消灭血吸虫病的必要社会条件。”
[7](p61)

此外，有人把资本主义隐喻

为“瘟神”，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瘟神”的发源地，“资本主义复辟，就是瘟神复活”
[14]
，从而直接强调对瘟神的斗争，

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一直贯穿于余江血防过程的始终。通过新旧对比、中外对比，血防达到了对新政权的肯

定和强化群众对新政权合法性的认同的目的。 

四、血防开展与新政权形象塑造 

“执政党的形象，是指社会和公众对其执政理念、执政行为、执政业绩、精神风貌等的整体看法。”
[15]
中共自革命以来，一

直将党的执政理念定义为“为人民服务”，坚持走“群众路线”，注重党员行为规范，通过实际行动塑造党员干部的“与人民群

众同甘共苦”的形象。血防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冲破血防第一线，充当血防工作的排头兵，带领群众一起开展血防工

作。 1956 年初，在马岗乡进行灭螺试点，灭螺指挥部就直接设在灭螺工地上，干部和群众一起灭螺。支援弓塘乡灭螺的洋源

乡民工，在乡长带领下天不亮就上工地，早中饭送到工地上去吃，连干三天二夜。
[16](p59)

此外，县委书记李俊久和副县长吴早孙

也亲临一线，抡起铁镐，同群众一起填塘。这跟旧政权官员形象大相径庭，群众对此无不惊叹地说：“世道变了，县大爷也不同

了。旧社会的县大爷，出门骑马坐轿，前呼后拥，如今的县大爷，跟我们作田人亲哩”。
[11](p89)

灭螺关键时期，邓埠镇还组织了机

关干部等 1000 多人参加灭螺，支援普通群众。在群众传统思维中，政府干部高人一等，往往高高在上。新政权干部亲历亲为

的形象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口碑。在余江血防过程中，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更是得到群众的高度赞誉，也树立了威信。干

部与群众齐心血防，拉近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建构起群众与新政权间的情感认同，并进一步上升为政治认同。 

此外，新政权能够为群众着想，积极开展疾病治疗，挽救群众生命，对困难家庭给予救助，群众视中共为“救命恩人”。血

吸虫病被称为“瘟神”，华佗难医。针对疫区患者众多，医务人员紧张的问题，省、地区、县委、政府派出了许多优秀、专业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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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赶赴疫区农村。据统计，从 1956 年 3 月至 1958 年 3 月，省里先后派来四批 82 名省级医院医务人员，每批留县时间至

少三个月。
[17](p65)

上饶专区也将其直属的血防站全部成员派赴余江县达半年之久。余江县也从各医疗卫生单位抽调 10 多名中西

医务人员长期驻疫区工作，改变了医务人员紧张的局面。大批的血防专业人员和医务工作者响应党的号召。纷纷进驻疫区，进

行防病治病。疫区人民感动地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命就有救了！”
 [8](p53)

  

倪桂乡西坂社社员金冬，不相信自己的大肚子病是血吸虫病，别人参加灭螺，他却在家休息，人家医病，他就吃斋念佛求

菩萨保佑。结果别人一个个把病治好了，身强力壮了，自己却一天天严重起来，肚子越来越大，后来没有办法抬到血防站去治

疗，病治好之后，回到家里当天就把菩萨打碎，堂前高高地贴起了毛主席的像。
[9](p38) 

疾病治疗中，新政权推行的许多措施解决了民生，得到农民的支持、拥护。针对农村治病问题，县血防站主动出击，组织

治疗小组，深人农村，送医送药上门。医药费方面，实行收、缓、减、免政策，为大多数患者减免医药费。针对家庭生活困难

户，余江县政府推行三大政策，一是乡信用社给贷款，如 1957 年春，马岗信用社给住院病人生活贷款 500 元；二是民政部门

拨付救济款， 1956 年县民政局给 179 名病人发救济款 552 元，人均 3 元多；
[16](p64)

三是治疗期间队里适当记工分，出院后照

顾干轻活。据 1956 年上半年五个治疗组统计，收治病人 650 人，医药费全交（ 4 元）的 319 人，占 49 . 08 % ，减半交

的 144 人，占 22 . 15 % ，免交的 187 人，占 28 . 77 %。
[16](p63)

治病过程中，政府官员也常去看望患者，乡里社里经常杀猪、

捕鱼、磨豆腐改善病员的生活。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解决了民生问题，也自然得到群众的

高度赞赏和信赖。随着血防运动开展，血防成效的显现，新政权在群众中的“为民”、“恩人”形象逐步确立，这个过程其实也

是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过程。 

五、生产生活改善与农民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 

“合利益性是政权合法性最基本的原则”。“如果没有对不同层面利益的满足，就不会有利益主体对政治体系的认同，那么

政治体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18]
血防初期，新政权根据血吸虫病的特点，进行了政治隐喻化的宣传，通过血防行动塑造了

新政权的良好形象，这些都是从情感认同出发来增进其政治认同。但农民也具有其理性化的一面，利益的保障和维护才是其政

治认同的基础。余江开展血防运动与疫区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 

首先，血防治愈了患者，解放了劳动力。以前患者是“拿起锄头就想歇”，现在是“治好了大肚病，格外有精神，生产大跃

进，浑身都是劲，一天干到晚，越干越有味”。邓埠镇马岗村农民黄生贵患病时，劳动无力，经常缺勤， 1955 年做工分 1700 ，

治好病后， 1957 年做工分 2700 分。
[19](p599)

弓塘乡的潘厚发，患血吸虫病十年来，病势严重，劳动力减弱。 1955 年治愈后，

劳动力提高了，由以往 6 个工分增加到 9 分，成为夏收模范。倪桂乡的邓梅血吸虫病治好之后，每天的劳动工分也由 3 分提

高到 7 分。
[9](p38)

这样的案例在疫区数不胜数。宏观看，通过治病之后，疫区劳动力数量、质量都得到提升，促进了生产，摆脱

了贫困。如弓塘乡，根据 1955 年普查，结果患血吸虫病的占 45 . 92 % ，全社缺少劳动力 2000个，需向外雇请工资预 2000 

元，经过几年治疗后， 1956 年的劳动力不但不缺，而且还多余。 1957 年上半年，全社劳动力估计全年可多余劳动力 7000 多

个，按现在每个劳动力为 1 . 30 元计算，全社可增加收人 9100 元。
[20](p38) 

 

其次，血防解决了疫区许多家庭的婚姻、生育问题，促进了疫区社会和谐。由于血吸虫病会导致妇女绝育，许多家庭因此

而绝后，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育带来患者与家庭内部关系紧张。余江县开展疾病治疗后，妇女恢复了生育，生下

了小孩，患者及其亲属欢欣鼓舞，无不感谢党和政府。如倪桂乡西坂农业社的邓汝梅，早年患了血吸虫病，无法生育，婆媳、

夫妻关系紧张。血吸虫病根除之后，不久就生了孩子，全家幸福。邓汝梅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21]
血

吸虫病女性患者黄冬秀，结婚八年不生孩子，经过治疗后，去年生下了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感激地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

天”。
[22]
邓汝梅、黄冬秀也仅是余江县疫区千千万万血吸虫病患者的缩影。血吸虫病还导致了男性患者身材矮小，找对象困难。

许多年轻姑娘也由于在本地找不到合适老公而远嫁。血防后，均找到了对象，生活变得幸福。“弓塘社社员黄得发，二十多岁病

得像十来岁的小孩，没有妇女愿意嫁给他，治好了病，长得很快，最后与一个年轻妇女结了婚”
[7](p64)

。有些打了几十年光身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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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壮年人，血防后也都有了爱人，有的生了小孩。原来许多女性被血吸虫病夺去了青春，病愈后也找了伴侣。年轻的姑娘们，

如今再不为闹外嫁而苦恼，她们乐为和当地小伙子们谈恋爱或结婚。结婚生子本为人生大事。新政权通过血防，解决了人们的

婚姻问题，使许多人过上正常生活，社会更为和谐，人们对新政权认可亦高。 

最后，血防与农业生产相结合，促进农业生产，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农民对新政权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认可。血防改进水

利设施，粮食年年增产。疫区在 1956 年增产 18 . 4%的基础上， 1957 年提高到 23 . 8% ，每年能向国家出售一百多万斤余

粮。
[23]
西坂农业社的杨家车村，以前穷困潦倒，有“好女不嫁杨家车”说法。现在是连年生产丰收，早稻平均亩产千斤以上。

[7](p46)

受当时环境影响，数据或许有部分虚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余江农业的增产。血防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也起到了良好

的经济效果。为根除藕塘的钉螺，发明了“藕塘改鱼塘”新办法。消灭了钉螺，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应。原本种藕，其经济

效益不足 500 元。 1957 年变鱼塘后，产夏花鱼 150000 尾，每万尾 40 至 110 元，计 1050 元；产冬片鱼 88000 尾，每万

尾 250 元，计 22000 元，总计 23050 元。除去成本、工资等，还盈利 13600 元。
[20](p38)

种植业上，推广陆稻，同时改进栽培

技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且适当种植栽萝卜菜、薯、姜等高产作物，达到了血防、农业增产双效果。据全疫区人均纯收人调

查：“1952 年 52 . 3 元， 1958 年 78 . 9 元”。
[19](p600)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新政权也自然更为拥护，这是群众基于物质利益基础上做出的理性选择。血防后群众说：“只要共产

党发号令，干部能想到的，我们就能做到，你们只要扶好梯子，我们就敢上天”。
[9](p24)

余江县人民，面对着今天的幸福生活，都

衷心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也普遍认为：“共产党是我们的再生父母，没有共产党就没今天！”
[7](p64)

农民对新政权表现出高度

政治认可。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余江血防运动初期，农民对新政权的血防能力持质疑态度，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与疫区群众间存在

着政治隔阂，新政权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得不到群众的有力配合。新政权在开展血防过程中，借用疾病的政治“隐喻”，开展意识

形态建设，通过新旧政权、中外政府的血防成效对比，突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广大党员干部在血防工作中发挥优良作风，在

疫区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了群众对新政权的信赖和支持；血防带来的一系列正向效应，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促进

了社会和谐和生产发展，保障了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血防，疫区群众不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性上，都增进了对新政权的

政治认同，疫区群众也发自内心的表达出了对新政权的感激之情。总之，疾病防治达到了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效果。 

注释：  

① 参见彭正德 《 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 ― 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 》 （ 《 中共党史研究 》 

2009 年第 6 期）；王东明 《 建国初期新政权合法性与意识形态资源 》 （ 《 党史研究与教学 》 2004 年第 2 期）；王先

俊、胡倩燕 《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的历史考察 》 （ 《 当代中国史研究 》 2006 年第 2 期）；黄志高 《 建

国初期加强执政合法性的理论与实践 》 （ 《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 2006 年第 4 期）；王健 《 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新

解放区农民政治认同的方法（ 1949-1952 ) ― 以沪郊土地改革为视角的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龚

浩然 《 建国初期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建构与启示 》 （河南大学 2010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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